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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员 工 创 造 力 是 指 员 工 对 组 织 内 产 品 、 服 务 、 流 程 等 产 生 新 颖 且 有 用 的 想 法 的 能

力，因此，其常常被视为组织在动态环境下保持竞争优势、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挑战、

主动开发新能力的重要资源(Amabile，1988；Van Knippenberg，2020)，其对企业

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2020年十大最需要的技

能中，创造力升至第三位(WEF，2016)。当下的企业远比过去更关注员工创造力，并

努力在企业内部打造利于创新的工作环境提升员工创造力。尽管员工创造力往往与独

特的观点和解决方案密切相关，但现实工作中的一些偏差行为“似乎”也与创造力有

着一定的联系(Ng & Yam，2019；Storme et  a l .，2021)，这从银行业所爆出的一些

欺诈案中可见一斑：如2013 年，一些来自世界顶尖银行的银行家们曾秘密操纵伦敦

银行业同行业拆借利率（LIBOR）；2015 年，华尔街“坏孩子”施克莱里 (Mar t in 

S h k r e l i )  欺 骗 投 资 、 操 纵 基 金 ， 使 一 种 “ 救 命 ” 药 价 格 暴 涨  5 5  倍 ； 而 凭 着 自 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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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这一中介效应才得以发挥的。本文的研究发现对理解团队道德特征如何通过个体道
德认同影响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认识和抑制员工
创造力的潜在负面作用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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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才能成为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 f）却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诈骗案的制造者，其一手设计的“庞氏骗局”历时

8年才因告发而露馅。这些偏差行为带来的影响有大有小，但它们似乎涉及了那些有

“创造力”的人(Zheng et  al .，2017)。

偏 差 行 为 是 指 违 反 组 织 规 范 ， 从 而 威 胁 组 织 或 组 织 成 员 等 利 益 相 关 者 利 益 的 主

动行为(Robinson & Bennett，1995)。如果组织在鼓励员工提升创造力的同时也意外

地增加了员工的偏差行为，那么其创造力在改善组织效率时的潜在收益可能并不是不

言而喻的，因为员工的偏差行为对组织效率有很大的破坏性(Ng & Yam，2019)，因

此 ， 有 必 要 探 索 员 工 创 造 力 与 偏 差 行 为 的 关 系 。 目 前 学 术 界 已 有 一 些 学 者 对 创 造 力

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了探讨(Ng & Yam，2019；Storme e t  a l .，2021；

Zheng et  al .，2017；Gino & Ariely，2012；Vincent & Kouchaki，2016；Keem et 

a l .，2018)。然而，这些研究都从个体道德特征视角出发研究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

的关系(Zheng et  a l .，2017；Keem et  a l .，2018)。诚然，聚焦个体道德特征差异探

讨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创造力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忽

视了团队层面的道德特征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所以，Zheng e t  a l .  

（2017）呼吁学者们从团队层面探讨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 c o l l e c t i v e  m o r a l  a w a r e n e s s ） 是 团 队 层 重 要 的 道 德 特 征

(Arnaud，2010；Arnaud & Schminke，2012)，即团队内成员对道德问题的普遍注

意 程 度 会 影 响 员 工 在 面 对 道 德 困 境 时 的 决 策 与 行 为 。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可 以 反 映 团

队作为一个整体对道德问题的敏感程度(Arnaud，2010)，集体道德意识高的团队一

般 会 关 注 团 队 内 的 道 德 问 题 ， 排 斥 那 种 违 反 道 德 或 规 则 的 行 为 。 根 据 社 会 认 知 理 论

(Bandura，1991)，这种团队道德价值观或标准可能会影响个体对道德标准的认知，

进而提升他们的自我道德标准。因此，在高集体道德意识的团队中，创造性员工受环

境的影响可能不会表现出偏差行为。基于此，本文从员工所属团队的集体道德意识出

发考察其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边界效应，即探索团队在不同集体道德意识

的情况下，员工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差异，这有利于理解在不同团队情境下

创造性员工的偏差行为。

社 会 认 知 理 论 指 出 ， 个 体 对 社 会 信 息 处 理 的 第 一 步 是 对 外 部 情 境 进 行 解 码

(Bandura，1991)。在解码过程中，外部刺激信息（如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会在感知

者的思维和行为特征中表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员工所属团队的集体道德意识（外

部环境）不仅仅影响创造力的作用结果，还对个体道德特征产生影响（个体认知）。

道德认同是一个重要的个体道德特征，反映的是个体对公平、关爱他人、忠诚等道德

品质的认可程度(Blasi，1983)。如Shao et  al .  (2008)和Zhang et  al .（2022）所言，

员工的道德认同受到其所属工作环境中道德属性的影响。此外，道德认同作为个体对

道德品质自我认可的变量(Aquino & Reed，2002)，是创造力何时与偏差行为产生相

关性的关键杠杆(Zheng et  al .，2017；Keem，2018)，因为道德认同在个体面对道德

决策时将会产生作用(Bandura，1991；Bandura & Cervone 1986)，例如当创造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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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道德认同高时，其偏差行为决策可能会被抑制(Zheng et  al .，2017)。因此，本文认

为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不仅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产生直接的调节作用，而且还

通 过 道 德 认 同 对 创 造 力 与 偏 差 行 为

之 间 的 关 系 产 生 间 接 的 调 节 作 用，

即 道 德 认 同 在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调

节 创 造 力 与 偏 差 行 为 之 间 关 系 中 起

中 介 作 用 ， 这 有 助 于 理 解 团 队 道 德

特 征 如 何 通 过 影 响 个 体 道 德 特 征 ，

进 而 影 响 创 造 力 与 偏 差 行 为 之 间 的

关系。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见图1。

本 文 聚 焦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特 征 作 为 边 界 条 件 对 员 工 创 造 力 与 偏 差 行 为 之 间 关 系

产 生 作 用 的 机 制 ， 主 要 有 以 下 两 方 面 贡 献 。 首 先 ， 有 助 于 从 团 队 层 面 理 解 团 队 道 德

特 征 如 何 影 响 员 工 创 造 力 与 偏 差 行 为 之 间 的 关 系 。 通 过 进 一 步 拓 展 G i n o  &  A r i e l y

（2012）、Zheng et  a l .（2017）的研究结果，本文从团队层面检验了集体道德意识

是否会弱化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创造力与偏差行

为之间关系的团队层边界条件，增加了对如何降低创造力成本的理解。其次，本文进

一步探索道德认同作为一个合理的潜在中介机制，解释创造力和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如

何对工作场所偏差行为产生交互作用。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本文提出团队集体道德意

识会对员工的道德认同产生影响，进而对创造性员工是否从事偏差行为产生作用。这

一机制的识别不仅可以阐明创造力和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共同影响员工偏差行为的理论

机制，而且可以帮助管理者采取措施减少创造性员工带来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认知理论

社 会 认 知 理 论 认 为 认 同 是 工 作 场 所 行 为 的 核 心 ( B a n d u r a ， 1 9 9 1 ； B a n d u r a  & 

Cervone 1986)，具体而言，社会认知理论是个体从外部情境中获取关于自己和他人的

信息，并形成内部行为标准的认知过程。个体会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促使其从

事符合内部标准的行为。社会认知理论还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环境、个人和行为之间的

三角互动关系，并强调员工从外部环境中解读信息以获得自我感觉（self-sense），从

而指导工作场所的行为反应（Zhang et al.，2022）。自社会认知理论引入伦理学研究

以来（Bandura，1991；Aquino et al.，2009），很多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Zhang 

e t  a l .，2022）。本文将社会认知理论扩展到偏差行为研究领域，并假设该行为是通

过认知过程产生。具体而言，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外部情境）增强了员工的道德认同

（自我认知），进而抑制创造性员工工作中的偏差行为（行为反应）。

（二）团队集体道德意识的调节作用

在高集体道德意识的团队中，个体能够敏感地感知到哪些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即

Journal of SUIBE No.6, 202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6 期

图 1 理论模型



109

对道德规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Arnaud，2010)。在这种情境下，员工会认识到集体道

德标准的存在，并评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会带来何种影响，进而影响后续行为。

创 造 性 员 工 往 往 具 有 较 高 的 发 散 性 思 维 （ A m a b i l e ， 1 9 8 3 ； S h e n  e t  a l . ，

2018），且认知相对具有灵活性（Mü l ler  e t  a l .，2016；Li et  a l .，2018），这有助

于 他 们 找 到 多 种 可 能 的 方 法 或 解 决 方 案 去 解 决 工 作 中 的 问 题 ， 甚 至 一 些 解 决 方 案 或

许 违 反 组 织 规 则 和 要 求 。 创 造 性 员 工 也 更 有 可 能 为 这 些 偏 差 行 为 合 理 化 找 到 合 适 的

理由，使得这些行为显得是合适的和可以接受的(Zheng e t  a l .，2017)。已有研究也

表明员工的创造力为其从事偏差行为提供了可能(Ng & Yam，2019；Zheng et  a l .，

2017)。二者可能存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二者的共通点都在于涉及某种形式的规则打

破。具体而言，创造力通常被视为通过打破现有规则和常规思维框架来产生新的、独

特的想法；同样，偏差行为也是一种打破道德规则的行为。这种“规则打破”的共同

性使得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Gino & Wiltermuth, 201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创造性员工一定会从事偏差行为，关键是员工如何使用其创造性

资源(Zheng et  al .，2017)。因此，本文认为正确的团队道德特征会有效引导创造性员

工正确使用其创造性认知资源，使其尽可能规避偏差行为。换言之，如果团队没有正

确的价值观将创造性员工的认知资源、灵活的思维引导至正确的个人或群体目标，则

员工创造力有可能导致偏差行为的出现。如在敌对、自私、自利、缺乏尊重的集体环

境中，创造性员工可能会有更多的破坏性（James e t  a l .，1999）。因为不良群体环

境特征能够激发员工从事负面行为，且往往伴随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偏差行为（Song 

e t  a l .，2021）。因此，在低团队集体道德意识的情况下，团队普遍忽视道德问题，

团队内员工也会感知到团队作为一个集体对道德问题的忽视，如将利用他人为自己工

作视为一种正常现象(Arnaud，2010)。在这种认知下，创造性员工对自己的行为规范

降低要求，其更有可能从事这种偏差行为，这将会提升其偏差行为产生的可能性。相

反，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在高集体道德意识的团队中，团队会向员工传递道德规范相

关的信息或信号，如团队内员工都普遍关注道德问题、团队内员工对道德问题非常敏

感等。在这种情境下，员工会认知到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使得创造

性员工更倾向于调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Zheng e t  a l .，2017)。尽管创造性员工有可

能找到正当理由去从事偏差行为，但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无法得到具有高道德意

识团队的认可。因此，创造性员工会根据对环境的认知规避那些不满足道德规范的行

为，从而降低工作中的偏差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团队的集体道德意识调节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只有在
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低的情况下，创造力与偏差行为才呈正相关关系。

（三）道德认同的作用

员 工 对 如 何 看 待 “ 我 是 谁 ” 对 理 解 工 作 中 的 行 为 至 关 重 要 （ T h o i t s ， 2 0 2 0 ，

1992），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员工认同的动态性以及情境-个体关系中自我定义(sel f-

de f in i t i ons )  变化的复杂过程（Gerpo t t  e t  a l .，2019；Epi t ropak i  e t  a 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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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l b o u r n e  &  P a t e r s o n ， 2 0 1 7 ） 。 员 工 工 作 中 的 认 同 可 以 被 工 作 情 境 激 活 和 影 响

（Zhang et  a l .，2022；Lord e t  a l .，1999），并根据激活的认同指导工作中的行为

（Epitropaki et al.，2017）。个体道德认同是指个体将道德价值观纳入其自我概念的

程度 (Aquino & Reed, 2002)。有学者认为员工的道德认同可以是一个被激活的工作自

我概念的子成分，道德认同包含员工认为重要的道德价值观（Aquino & Reed，2002；

Stets & Carter，2012）。换言之，道德价值观对个人的重要性可能会因不同的情境而

有所不同。而且，认同理论（Burke & Stets，2009；Stryker & Burke，2000）同样提

出个体认同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因此，个体的道德认同在某种程度

上是稳定的，但可能会受情境的影响（Zhang et al .，2022；Jennings et al .，2015；

Krettenauer & Hertz，2015）。换言之，类似团队道德环境这样的外部环境刺激会导

致道德认同产生变化（Shao et al.，2008；Zhu，2008；Zhu et al.，2016）。

道 德 认 同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中 是 否 能 够 被 唤 醒 取 决 于 情 境 的 特 征 是 否 关 注 道 德 问 题

（Aquino et  al .，2009）。高集体道德意识水平团队的主要特征是团队时常谈论道德

价值观、讨论道德标准，甚至提供道德指导（Arnaud，2010），从而使员工感知并

内化这些道德信息（Gerpot t  e t  a l .，2019），因此，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可以通过在

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提供道德暗示来影响员工的道德认同（Pizz i  & Stanger，2020；

Christensen et  al .，2004）。此外，集体道德意识高的团队将道德规范作为工作场所

中重要规范之一，这种工作环境的特征已经被证明对个人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为该工作环境塑造了员工在工作场所中行为“对错”的期望和信念（Shao et  a l .，

2008；Grotevant  e t  a l .，1987）。相关研究也初步表明，外部环境的道德因素与员

工的道德认同具有相关性（Gerpott  et  al .，2019）。因为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会通过高

度可见的信息、信号来促进员工感知到道德价值观在其自我概念中的重要性。例如，

当团队在商业目标和道德目标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做出明显的道德决策时，会促进员工

道德价值观以及道德认同的提升（Gerpott  e t  a l .，2019；Zhang et  a l .，2022）。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a:

假设2a：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与员工道德认同正向相关。
创造性个体是否为自己寻找理由从事偏差行为和不道德行为还取决于个体的道德

认同水平（Zheng et  al .，2017；Keem et  al .，2018）。道德认同影响着个体对社会

情境信息的解释(Aquino，2009)，高道德认同者更倾向于激活道德自我调节功能，

更 重 视 自 我 道 德 承 诺 ， 抑 制 违 反 道 德 规 范 的 认 知 和 行 为 ， 保 持 行 为 与 道 德 标 准 的 一

致(杨继平和王兴超，2012；Rupp e t  a l .，2013；Reynolds  & Ceranic，2007)。然

而，对低道德认同者而言，道德标准在自我概念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在认知外部情

境时较少从道德角度衡量自己(Rupp et  a l .，2013)。相比之下，对于那些对道德自我

概念没有高度重视的人来说，道德认同约束个体行为的效果甚微(Vadera & Pathki，

2021)。在个体道德认同水平低的情况下，创造性个体更有可能会为自己的不道德行

为寻找新的理由进行道德推脱，较少地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去决策，从而更有可能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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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为；而在高道德认同下，即使创造性员工能够为从事偏差行为找到理由，其也

更可能从社会道德规范的角度进行行为决策 (Aquino & Reed，2002)，而不会从事偏

差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b：

假设2b：道德认同调节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只有在道德认同低
的情况下，创造力与偏差行为才呈正相关关系。

社 会 认 知 理 论 认 为 ， 人 们 在 低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的 情 况 下 从 事 偏 差 行 为 ， 并 不

是因为他们有动机从事该行为，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团队内道德约束非常低(Vadera 

& Pathki，2021)，这会影响到个体道德认同水平，为创造性员工从事偏差行为提供

条件。上文两个假设提出团队的集体道德意识会促进员工道德认同的提升（假设2a）

和道德认同弱化创造力对偏差行为的影响（假设2b）。整体而言，本文预测道德认同

中介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1）。尽管被

中介的调节作用有多种形式，但是当一个调节变量（团队集体道德意识）调节自变量

（员工创造力）与因变量（偏差行为）（假设1）、调节变量（团队集体道德意识）

促 进 中 介 变 量 （ 道 德 认 同 ） （ 假 设 2 a ） 、 中 介 变 量 （ 道 德 认 同 ） 调 节 自 变 量 （ 创 造

力）与因变量（偏差行为）（假设2b）时，即会形成我们所期望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模型(Edwards & Lambert，2007)，即中介变量（道德认同）传递原调节变量（团队

集体道德意识）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的假设2c：

假设2c：道德认同中介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创造力和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收集

本文研究样本来自长三角地区建筑设计与咨询行业。本研究团队首先联系中国建

筑企业协会说明研究目的，在该协会的协助下获取中国建筑业协会（CACE）的成员

名单，其次选取了长三角地区的企业作为调查对象，随机联系长三角区域内企业，向

其说明研究目的，并期望他们参与本次调查，最终有56家企业137个团队参与了本次

调查。

本研究采用翻译—回译法形成调研量表，并采用主管领导与员工配套问卷的形式

设计调查问卷。该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和员工创造

力，该部分内容由团队主管领导完成，第二部分包括员工道德认同和偏差行为，该部

分内容由员工自我报告的形式完成。研究团队首先联系同意参加调研企业的人力资源

部门负责人或企业指定的协调本次调查的联系人，之后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或企业

联系人将问卷发放给团队主管和配对的下属员工，团队主管与员工完成调查问卷后将

问卷交于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或联系人，由其将问卷邮寄给本研究团队。

本研究共向137个团队发放771份问卷，回收126个团队661份有效配对问卷，团

队与个人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1.97%和86.51%。平均团队成员数为5.25；661个样

本中，86.23%为男性；在年龄方面，25岁以下占9.23%，25~29岁占20.27%，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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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占39.79%，35~39岁占13.46，40岁及以上占17.25%；在学历方面，高中及以下占

6.66%，大专占24.81%，本科占66.26，研究生及以上占2.27%。员工平均团队任期

及工作年限分别为4.31（S.D. = 4.20）年和6.63年（S.D. = 4.43）。

（二）变量测量

1.创造力。本文采用Farmer e t  a l .（2003）开发的4题项量表测量员工创造力。

员工所属团队的主管对员工创造力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进行评价，代

表性题项有“该成员经常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想法或新方法”和“该员工是创造力方面

的良好榜样”。

2.团队集体道德意识。本文采用Arnaud (2010)开发的3题项量表测量团队的集

体 道 德 意 识 。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是 团 队 所 具 有 的 道 德 敏 感 性 的 特 征 ， 其 反 映 的 是 团

队 集 体 普 遍 存 在 的 道 德 行 为 模 式 。 首 先 ， 根 据 氛 围 理 论 ， 团 队 氛 围 被 认 为 是 群 体 一

个特征 (James & Jones，1974)，这个特征不仅塑造了团队中个人的行为，而且强调

了特定的氛围是群体基本属性的重要性(Schneider et  al .，2013)。团队领导者通常对

团队动态和人际关系有着全面的了解(Grass et  al .，2020；Morgeson et  al .，2010；

Zaccaro e t  a l .，2001)，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团队的整体氛围属性。其次，领导力文献

表明，团队领导者对团队的运作和动态具有独特的见解(Yukl，2012)。他们在组织中

的地位使其能够观察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Rothman & Melwani，2017)，监控团队流

程，并衡量团队内部的整体氛围。第三，团队领导者负责在团队内设定基调、建立规

范和营造积极的工作环境(Hackman & Wageman，2005)。他们的行动和行为会影响

团队的氛围，使他们能够了解团队各个方面的特征。最后，研究表明，领导者对团队

氛围的看法往往与团队成员的看法总体上一致 (James，2008)。这表明，虽然个人的

看法可能不同，但领导者可以对团队的整体氛围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因此，基于团队

主管在团队中的独特地位、对团队动态的理解以及对团队运作和结果的影响，本文认

为主管是评估团队集体道德意识的一个来源。团队主管对本团队的集体道德意识从1

（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进行评价，代表性题项有“团队内员工都能以正确

的方式处理道德问题”和“团队内员工对道德问题都很敏感”。 

3 .道德认同。本 文 采 用 A q u i n o  &  R e e d  ( 2 0 0 2 ) 提 出 的 方 法 测 量 道 德 认 同 ， 首

先，列出用来表述一个人品性的词语，如关爱、同情心、公平、友爱、慷慨、乐于助

人、勤奋、诚实、善良等；其次，请员工思考自己是否拥有上述这些品性，并想象一

下自己会如何想、如何感觉、如何做；最后请员工根据Aquino & Reed (2002)开发的

10题项量表对自我的道德认同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进行评价，代表性

题项有“我很高兴自己是一个具备上述品性的人”和“我强烈渴望具备这些品性”。

道德认同的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86。

4.偏差行为。本文采用Bennet t  & Robinson (2000)开发的19题项量表测量员工

工作场所的偏差行为。员工对自我偏差行为从1（从未有过）到5（经常出现）进行评

价，代表性题项有“未经允许把公司财物带走”和“提供虚假票据，报销比实际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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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更多的钱”。偏差行为的Cronbach alpha 系数为0.97。

5.控制变量。为了排除员工创造力和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其他解释，本文控制

了员工性别（0=“男性”，1=“女性”）、教育程度（1=高中及以下，2=大专，3=本

科，4=硕士，5=博士）、年龄（1=25岁以下，2=25~29岁，3=30~34岁，4=35~39岁，

5=40岁及以上）、团队任期和公司任期等变量，因为这些背景变量可能会对偏差行为产生

影响 (Gove，1985；Drapela，2004；Garrison & Muchinsky，1977)。团队任期与公司任期

由员工根据实际情况报告具体年限。

四、研究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 alpha 信度系

数和组合信度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

结 果 见 表 1 ，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 员

工 创 造 力 、 道 德 认 同 和 偏 差 行 为 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分别为0.73、

0.85、0.86、0.97。团队集体道德意

识、员工创造力、道德认同和偏差行

为的组合信度为分别为0.74、0.87、

0.84、0.98。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员

工 创 造 力 、 道 德 认 同 和 偏 差 行 为 的

Cronbach alpha 信度系数和组合信度

均大于0.7，表明测量工具具有较好的

信度。

（2）效度检验

在本文中，团队集体道德意识是

唯一的团队层变量，根据以往研究的

数据处理方法(Xi  e t  a l .，2021)，本

文针对个体层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结果

显示本文个体层三因子模型——创造

力、道德认同、偏差行为的拟合指数

较好（χ2=2363.28,  df=492,  IFI=0.90, 

TLI= 0 . 8 9 ,  CFI= 0 . 9 0 ,  RMSEA= 0 . 0 8 , 

SRMR=0.05）。此外，本文对4个备择

模型（模型1~模型4）进行检验并比较其与基础模型拟合指数差异的显著性，具体拟

表 1 变量因子载荷、AVE、组合信度和
Cronbach Alpha 系数

变量 题项 因子
载荷 AVE 组合

信度
Cronbach 
Alpha系数

团队集
体道德

意识

TMA1 0.79
0.50 0.74 0.73TMA2 0.86

TMA3 0.76

员工
创造力

Cre1 0.82

0.63 0.87 0.84Cre2 0.56
Cre3 0.92
Cre4 0.84

道德
认同

MI1 0.75

0.60 0.94 0.86

MI2 0.77
MI3 0.78
MI4 0.81
MI5 0.73
MI6 0.61
MI7 0.82
MI8 0.76
MI9 0.85
MI10 0.85

偏差
行为

DB1 0.86

0.68 0.98 0.97

DB2 0.88
DB3 0.92
DB4 0.81
DB5 0.89
DB6 0.86
DB7 0.75
DB8 0.85
DB9 0.87
DB10 0.68
DB11 0.78
DB12 0.77
DB13 0.86
DB14 0.75
DB15 0.85
DB16 0.83
DB17 0.84
DB18 0.67
DB19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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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指数见表2，模型1（创造力与偏差行为合并）、模型2（创造力与道德认同合并）、

模型3（道德认同与偏差行为合并）、模型4（创造力、道德认同、偏差行为合并）的拟

合指数显著差于三因子基础模型。此外，本文还根据CFA的结果计算各个变量的AVE值

来判断测量工具的聚合效度，AVE的平方根与相关系数的大小来判断测量工具的区分效

度。表1中的AVE值结果显示，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员工创造力、道德认同和偏差行为的

AVE值均大于等于0.5，表明各变量聚合效度较好，表3中对角线值为AVE的平方根，均

大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较好。以上结果表明测量工具具有较

好的构念效度。

表 2 测量模型比较
模型 因子 χ2 df χ2⁄df Δχ2⁄Δdf IFI TLI CFI RMSEA SRMR

基础模型 三因子 2363.28 492 4.80 - 0.90 0.89 0.90 0.08 0.05
模型1 二因子-C与D合并 3765.32 494 7.62 701.02*** 0.83 0.81 0.83 0.10 0.09
模型2 二因子C与M 3726.38 494 7.59 681.55*** 0.83 0.81 0.83 0.10 0.08
模型3 二因子M与D 4332.44 494 8.77 984.58*** 0.80 0.78 0.80 0.11 0.12
模型4 一因子 5724.34 495 11.56 1120.35*** 0.72 0.70 0.72 0.13 0.13

注：C = 创造力，D = 偏差行为，M = 道德认同，*** p < 0.001。

（二）相关性分析

根据相关研究的处理方法（Okay-Somervil le  & Scholarios,  2019），本文以团

队集体道德意识水平代替组内员工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相关分

析表明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r=-0 .03 ,  p>0 .05），这表明

需要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与检验；另外，团队集体道德

意识与道德认同显著正相关（ r=0 .19 ,  p<0 .001）、道德认同与偏差行为显著负相关

（r=-0.15, p<0.001），这与本文理论预期一致。

表 3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性别
年龄 -0.12** 

教育程度 0.05 -0.01 
团队任期 -0.04 0.30*** 0.11*** 
工作年限 -0.06 0.61*** 0.02 0.30*** 

创造力 -0.01 0.08* -0.07 0.08* 0.11** (0.79)
集体道德意识 -0.04 0.19*** 0.07 0.02 0.14*** 0.15*** (0.71)

道德认同 -0.02 -0.03 -0.10** -0.08* 0.00 0.17*** 0.19*** (0.77)
偏差行为 -0.04 0.04 0.11 0.01 0.09 -0.03 -0.00 -0.15*** (0.82)

 均值 0.16 3.10 2.59 4.31 6.63 3.92 3.23 4.28 1.14 
方差 0.34 1.18 0.64 4.20 4.43 0.82 0.95 0.49 0.36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对角线上括号内黑体为AVE平方根。

（三）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跨层分析方法检验本文假设，分析结果见表4。本文根据Aiken & West 

(1991)提出的步骤检验调节作用。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首先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

程进行分析（模型3），在此基础上，将创造力纳入回归方程，研究结果显示创造力

与偏差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模型4，γ=0.01,  p>0.05），这表明员工创造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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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然与偏差行为相关，可能受到边界条件的影响。在模型4的基础上，将团队集体

道德意识纳入回归方差，结果显示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偏差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模

型5，γ=-0.01 ,  p>0.05）。在模型5的基础上，将中心化后形成的交互项（创造力Ⅹ

团队集体道德意识）纳入回归方程（模型6），结果表明该交互项与偏差行为显著相

关（模型5，γ=-0.05,  p<0.01），表明创造力与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协同作用于偏差行

为。为了清晰化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展

现了不同集体道德意识水平下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图2）。图2表明团队集

体道德意识缓冲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即低团队集体道德意识情境下，创造力

与偏差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高团队集体道德意识情境下，创造力与偏差行为并

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预期，本文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分析。

其结果与预期一致，即当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低时，创造力能够显著预测员工工作场所

的偏差行为（γ=0.06,  t=2.23,  p=0.02）；而当团队集体道德意识高时，斜率检验结果

表明创造力并不能够显著预测工作场所偏差行为（γ=-0.04 ,  t=-1.46 ,  p=0.14），因

此，假设1得到支持。

表 4 跨层回归分析结果
道德认同 偏差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截距 4.40*** 4.15*** 1.05*** 1.01*** 1.03*** 1.01*** 1.40*** 1.46*** 1.45***
性别 -0.03 -0.03 -0.05 -0.05 -0.05 -0.04 -0.05 -0.04 -0.04
年龄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教育程度 -0.03 -0.03 0.06* 0.06* 0.06* 0.06* 0.05* 0.05* 0.05*
公司任期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工作年限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创造力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集体道德意识 0.10** -0.01 -0.01 0.00
创造力Ⅹ集体道德

意识
-0.05** -0.04**

道德认同 -0.09** -0.11*** -0.11***
创造力Ⅹ道德认同 -0.10** -0.08*

组间方差 0.29 0.27 0.17 0.17 0.17 0.16 0.16 0.16 0.15
组内方差 0.39 0.39 0.32 0.32 0.32 0.32 0.32 0.31 0.30
LR Chi 2 2.20 13.12* 13.30* 13.62* 13.87* 22.45** 22.95** 30.23*** 38.02***

Log Likelihood -398.85 -394.39 -234.60 -234.44 -234.31 -230.02 -229.77 -226.13 -222.24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为了检验假设2a，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团队集体道德意识纳入回归方程分析

其对道德认同的影响，结果显示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与员工道德认同显著正相关（模型

2，γ=0.10, p<0.01），假设2a得到支持。本文同样采用Aiken & West (1991) 提出的

步骤检验道德认同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模型4的基础上，将道德认同

纳入回归方差，结果显示道德认同对偏差行为的主效应负向显著（模型7， γ=-0.09 , 

p<0.01），这与以往研究报告的结果一致（如Zheng et  al .，2017）。在模型7的基础

上，将中心化后形成的交互项（创造力Ⅹ道德认同）纳入回归方程（模型8），分析

结果显示该交互项与偏差行为显著相关（模型8，γ=-0.10,  p<0.01），表明创造力与

道德认同协同作用于偏差行为。为了清晰化道德认同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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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本文画出不同道德认同水平下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图3）。图3表明

道德认同缓冲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即低道德认同情况下，创造力与偏差行为

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高道德认同情况下，创造力与偏差行为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预期，本文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分析。与预期一致，当道德认

同低时，创造力能够显著预测员工工作场所的偏差行为（γ=0.07,  t=2.72,  p=0.01）；

而 当 道 德 认 同 高 时 ， 斜 率 检 验 结 果 表 明 创 造 力 并 不 能 够 显 著 预 测 工 作 场 所 偏 差 行 为

（γ=-0.03, t=-1.15, p=0.25），假设2b得到支持。

图 2 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创造力与偏
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3 道德认同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 文 先 前 数 据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有 效 预 测 道 德 认 同 ， 且 道 德 认 同

调节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表3中结果还表明当团队集体道德意识、道德认同

及 相 应 交 互 项 同 时 加 入 回 归 方 程 后 （ 模 型 9 ）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的 负 向 调 节 作 用 由

γ=-0.05（p<0.01）下降为γ=-0.04（p<0.01），且道德认同的调节调节作用也仍然

显著（γ=-0.08,  p<0.05 ），假设2c初步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设2c，即道德

认同中介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调节作用的检验，本文参考

前人研究（Grant & Berry，2011），采用Edwards & Lambert  (2007)提出的检验程

序进行假设2c的检验，该检验方法可以帮助分析通过道德认同传递团队集体道德意识

调节作用（调节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间接效应值。本文通过Boots t rap的

方法从全样本中抽取1000个随机样本计算间接效应及其置信区间，当95%的置信区间

不包括0时，该间接效应显著(Edwards  & Lamber t，2007)。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该间接效应为-0.006，置信区间为（-0.010,  -0.001），这表明团队集体道德意识通

过道德认同传递的调节效应显著。以上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假设2c得到支持，说明道德

认同中介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虽 然 创 造 力 对 组 织 创 新 和 竞 争 优 势 非 常 重 要 ( A m a b i l e ,  1 9 8 3 和 1 9 8 6 ； Z h o u  & 

Oldham，2001)，然而员工的创造力在何种条件下会给组织带来潜在威胁受到的关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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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本文试图拓展在组织情境中日益受重视的创造力“阴暗面”的研究(Zheng et al.，

2017；Gino & Ariely，2012；Wiltermuth et al.，2017)。团队与员工匹配数据的研究

结果为理解创造力何时以及如何转化为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具体而言，本文发现只有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员工道德认同低的情况下创造性员工才

更有可能在工作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道德认同中介团队集体道德意

识与创造力对偏差行为的交互作用。本文的这些发现具有理论和管理启示。

理论启示：第一，本文通过探讨团队层面道德特征对创造力作用结果的影响，拓

展了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内在联系的理解。近期的研究揭示了有创造力的人有可能从

事负面行为，如不道德的行为等 (Gino & Ariely，2012)，在此基础上有研究揭示创

造力并不必然与偏差行为相关，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受到个体道德特征的影响 (Zheng 

et  al .，2017；Keem et al .，2018)。然而，这些研究却忽视了团队道德特征对创造力

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社会认知理论视角出发，强调员工创造

力并不一定与偏差行为相关，员工所属集体的道德特征是创造性员工是否出现偏差行

为的重要条件。本文结果表明员工创造力对其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只

有当员工所属集体的团队道德意识低的情况下，创造性员工才更容易表现出偏差行为。

本文结果为团队层面道德特征作为边界条件影响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提供了实

证证据。这一结论也将影响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从个体道德特征拓

展到集体道德特征，不仅响应了探索创造性与偏差行为关系的边界条件的呼吁（Gino 

& Ariely，2012）， 还 回 应 了 学 者 们 提 出 的 从 团 队 层 去 探 讨 创 造 力 与 偏 差 行 为 的 边

界条件（Zheng et  al .，2017），丰富了关于创造力与偏差行为的研究视角，有助于

加深对创造性员工何时产生偏差行为的理解。第二，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文识别了

解释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帮助理解团队道德特征如何通过个

体道德认同影响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大都将道德认同作为一个

调节变量来探讨其如何在创造力和偏差行为之间发挥作用，鲜有研究把道德认同作为

一个中介变量来解释其如何连接团队道德特征对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

然而，社会认同理论表明外部道德环境作为重要情境会影响员工道德认同（Zheng et  

al .，2017；Gerpott  et  al .，2019）， 因 此， 道 德 认 同 可 能 是 解 释 团 队 道 德 特 征 调 节

创造力 - 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中介机制。本文结果发现团队集体道德意识会正向

影响员工的道德认同，员工道德认同的提升会降低创造性员工从事偏差行为的可能。

换言之，本文中的被中介的调节模型表明道德认同中介创造力和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对

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交互作用。将道德认同作为一个潜在的中介机制能帮助理解影响

道德认同的情境因素如何影响创造性员工工作场所的偏差行为，这有助于理解外部情

境如何促进创造力向偏差行为的转化，从而为集体道德特征在影响个人道德认知过程

中，如何影响创造性员工从事偏差行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本 文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组 织 在 致 力 于 提 升 员 工 创 造 力 的 同 时 ， 不 能 忽 视 创 造 力 可 能

带来的负面结果，本文研究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在某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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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高创造力员工比低创造力员工更有可能发生工作场所偏差行为，团队集体道德意识

具有抑制创造力“阴暗面”的作用。组织在激发员工创造力的同时应该认识到创造性

员工可能带来潜在危害。组织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塑造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如在团队

管理过程明确道德标准或规范、考虑开展道德培训计划等，以促进集体道德意识的发

展，进而防止创造性员工可能带来偏差行为的出现。第二，管理者要认识到员工道德

认同在员工从事偏差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发现团队集体道德意识向员工传递的道

德规范与标准在被员工接受后内化，会弱化创造力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管

理者在挑选、招聘和培养创造性员工的同时需要构建能够提升员工道德认同的伦理措

施和计划，以减少工作场所的偏差行为。换言之，管理者通过提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

的道德认同，可以防止创造力向偏差行为的转化。例如，培养一个重视道德的群体氛

围，可能会减少员工自私自利空间，进而减少创造性员工的工作场所偏差行为，达到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效果。

本 文 不 可 避 免 地 存 在 一 些 局 限 性 。 首 先 ， 本 文 只 探 讨 了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作 为

一个团队层的边界条件如何影响创造力和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

之 上 进 一 步 探 讨 团 队 层 的 调 节 变 量 ， 尤 其 是 能 影 响 员 工 道 德 决 策 的 变 量 。 如 团 队 领

导的伦理型风格，伦理型领导风格意味着领导“德行垂范”(Brown e t  a l .，2005；

Lemoine e t  a l .，2019)，为团队内员工提供思考伦理问题和困境提供模范(Brown & 

Treviño，2006；Kalshoven e t  a l .，2011)。高水平的伦理型领导可能有助于创造性

员 工 规 范 其 潜 在 的 偏 差 行 为 ， 因 为 伦 理 型 领 导 会 潜 意 识 提 醒 员 工 不 要 绕 过 道 德 规 则

和 标 准 去 思 考 道 德 问 题 。 其 次 ， 本 文 探 讨 了 道 德 认 同 作 为 一 个 潜 在 的 机 制 中 介 创 造

力 与 团 队 集 体 道 德 意 识 对 偏 差 行 为 的 协 同 作 用 ， 但 仍 可 能 存 在 值 得 进 一 步 去 探 讨 的

其 他 中 介 机 制 。 例 如 ， 道 德 勇 气 （ 道 德 意 愿 ） 被 认 为 是 理 论 道 德 行 为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Hannah et  al .，2011)，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中介机制。一方面，道德勇气的提升

为员工提供了内在的道德意愿去致力于解决道德困境(Hannah et  al .，2011)，促使员

工有更加强烈的愿意从事合乎道德的行为。因此道德勇气可能是一个链接团队道德意

识特征与创造力对偏差行为产生影响的中间机制，这一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究。第三，

本文采用截面数据的研究设计检验了理论假设，但是不能对变量之间关系做出因果推

断。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实验研究设计范式来检验本文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排

除截面研究设计带来的不足。例如，学者们可以先在实验组进行创造力激发训练（Mai 

et al.，2015），而在对照组不进行激发操作，然后对他们各自的道德认同、偏差行为

等进行测量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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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eam Collective Moral Awareness Impact the Association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Deviant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

MAO An-ran1, YU Ming-chuan2, ZHAI Yu-ming3 & LIN Han4

(1. Paris Saclay University, Sceaux 92330, France; 2.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 Ningbo 315175, Zhejiang, 

China;3.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China; 4.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several scholars believe that individual moral traits may impa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reativity and deviant behavior, research pays less attention on group moral traits to investigate 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 Drawing on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we propos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deviant behavior is buff ered by team collective moral awareness; and moral identity, as enhanced by team 
collective moral awareness, encourages creative employees to make decision according their moral norms. Using 
a sample of 661 employees in 126 teams, we found that creativit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deviant behavior only 
when team collective moral awareness is low, and we also found moral identity mediates the moderating eff ect 
of team collective moral awarenes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reativity and deviant behavio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 nding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team collective moral awareness；creativity；moral identity；devia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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